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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加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驱力，高校是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我国高校科技成果的低转化率在一定程度上已严重制约了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的结构升级。以科学与技术的本征为切入点，阐释了二者在哲学理念、实现路径、表现形式、实践目的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形式等方面的离散本质与自洽关系，揭示了科技成果转化的物化本质与自下而上的分级结构特征。并据此探索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根源，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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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becoming the driving force for accelerating Chinese great rejuvenation. The universities are the backbon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low transferring ra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has seriously restricted the upgrad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bilit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natur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s explored to explain their differences and interaction in the philosophy, the path, the practice and the impact. On the basis of the discussion, the essence and bottom-up hierarchical features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were revealed. Through analyzing the reason of the low transferring ra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 suggestions were demonst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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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科技创新正在成为加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驱力。以专利技术为代表的创新型科技成果，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创新能力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1]。截至2016年底，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发明专利申请133.9万件，同比增长21.5%，连续6年位居世界首位，国内发明专利拥有量共计110.3万件，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8件[2]。我国专利申请与授权数量的快速增长，大大提升了我国的科技与产业竞争力。但我国专利技术的转化率仅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40%[3]。高校的现状尤为严重，转化比率仅为5%[4]。
不同于世界发达国家主要由企业参与科技成果的创新与转化，我国高校一直是推动国家科技发展的中坚力量。我国高校科技成果的低转化率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升级[5]。究其原因，是忽视了科学与技术的离散本质及二者的自洽关系。科学与技术虽有众多交集，但却有质的差别，这种质的离散意味着科学与技术成果的表现形式和转化方式迥异[6]。但作为科学知识与技术的生产、传播和创新机构，我国高校在组织内部的认识和评价考核机制上却常常忽视了这种离散特性，致使科学理论与技术的创新难于更有效的物化或转化。
2.科学与技术的离散本质
科学与技术发展至今，已经从亚里士多德所言的相互独立的哲学体系慢慢演变为现在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依存的耦合体系。科学，乃科学共同体依托经验理性之方法而获得的有关自然和社会的规律性和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技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体系, 则是一种由特殊的社会共同体组织进行的特殊的社会活动[7]。科学是对已经存在的客观体系的认知，其实现过程是通过研究自然实体和类的普遍性质，获取客观的知识本体或物质的本原，科学的实现过程是基于理性主义的探索活动。而技术则是一种具有特殊目的知识物化或主观可以感知的行为存在，其实现过程是基于功利主义的，是目的十分明确的实践行为。因此，基于理性主义的科学与基于功利主义的技术在其产生的哲学理念、实现路径、表现形式、实践目的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形式上虽联系密切，但更是区别明显。
2.1哲学基础的不同  
科学与技术遵循着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与外在展现，其核心是二者的哲学基础迥异，科学的兴起和发展遵循的是理性主义，而技术的演进崇尚的是实用主义。近现代科学发端于古希腊文明，并兴起于文艺复兴之后对宗教神学束缚的反叛，是人类观察自然，探究本原物质普遍规律的产物[8]。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认识自然，揭示其内在规律与联系[9]。这种认识摆脱了经验主义的桎梏，运用缜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实验检验，不断深化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将经验的知识科学化为理性的客观规律。比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达尔文与华莱士的生物进化论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
技术伴随着人类的进化而产生和发展，是人类对自然环境创造性适应的结果。技术的兴起和发展源于需求[10]。从远古的石器到今天的高新技术，都是人类面对生存环境的压力而发明、创造出来的。人类学家认为，原始人类在密林中与猛兽为伴而得以幸存，依靠的正是人类的智慧，人类懂得有的放矢的制造、改进工具[11]。比如农业技术的发展演进，使人类完全摆脱了采集狩猎的经济模式，并通过发明犁把以游耕为代表的原始农业推向了以定居为特点的精耕农业，到了近现代之后的农业机械和农业化工、生物技术则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的单位产量，不断挑战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增长极限的预言。农业技术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对生存压力的积极响应的产物。不难看出，正是由于技术的需求渊源，强化了技术的实用主义取向，效用成其为技术视阈之要义。
2.2实践目的的不同  
科学的目的是对新知识的获取与探究，拓宽对已有知识的认知深度与广度，以达到认知自然的目的。科学发现具有随机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依赖于作为研究主体的人的认知视域。不同知识领域的个体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会形成一套独有的认知体系。因而，科学的目的固然是客观地认知世界，但由于其高度依赖于个体的研究行为和范式，因此，科学及其研究活动并不能形成显性的归一化的标准与原则。正如库恩所言，常规科学是一种高度确定性的活动，但它又不必要完全由规则所确定[12]。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于1926年提出了著名的薛定谔方程，其本意是为了描述微观粒子运动状态而试图证明量子力学在宏观条件下的不完备性，但却因此建构了量子力学的基本理论并成为了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
相对而言，技术的目的是形成可物化的产品、方法、工艺等，以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具有有形的和明确可感知的外在形式。技术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就是通过知识与技术的整合与积累，通过技术与知识的交互作用，完成一项基于明确应用目的的新产品或新工艺，或为了提高效率，或为了改善性能等，即技术的目的就是通过可物化的指标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2.3 实现路径的不同  
科学是“已存在”的客观，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稳定的、客观的存在，因此，科学研究是探知已存在的固化的客观世界，这种实现路径依赖于主体的研究活动。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科学是研究自然实体和类的普遍性质与原因的知识。可见，当离散的主观研究渐次补充着研究结果的广度和精度，那么便形成了对客观世界的统一认知，这种认知即是“发现”，因而，科学对应的路径是“发现”。发现的路径，是通过研究者的主体行为发现个体与个性，进而探寻诸多个体与个性中蕴含的共性，最终完成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与规律建构。
科学的实现路径是发现，发现的行为包括类的普遍性规律的总结、新的科学范式的确立以及对已有科学范式的深度与广度的拓展（图1）。比如热力学第一定律的提出，最早见于1830年由法国工程师卡诺所提出 “卡诺循环”。而同时期，迈尔医生根据其行医经验，发现不同气候环境下人的静脉血液的颜色不同，进而考察了有机物的生命活动过程中的物理化学转变，也提出了功热相当的朴素的热力学原理，并将之延伸至天体宇宙的预测中。海曼·赫姆霍兹则通过对动物多年的研究，提出了能量守恒定律的雏形，将能量守恒的概念由最初的机械领域扩展至所有的物理化学变化过程中，而来自物理学领域的焦耳则通过物理的方法证明了热量守恒与转换定律。随着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不断地发现热力学定律的广泛性，20年后，科学界明确确立了能量转换与守恒定律，并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了热力学第二定律，提出了自然界的熵增原理。从热力学第一定律的提出到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确立，正是科学探索和发现不断演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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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科学与技术的实现路径与相互联系

技术的实现则是基于现有认知体系的创新与整合。技术有独立的发展路径，技术可独立于实施者的科学认知而存在，但必须以科学为基石，科学对技术的实现与发展起着基础性指导作用。技术旨归于某种特定的效用、目的，实现路径通常包括科学的物化、技术的革新或整合以及现存技术可控性精度及效率的突破。虽然直到1974年科学界才首次将“纳米”这个科学概念确定下来，但人工制备纳米粒子早在千余年前就已实现。比如，从中国的古代铜镜表面的防锈处理技术到通过搜集蜡烛燃烧的残碳进行染料固化的技术，都是独立于纳米科学但基于纳米科学的原理达到了相应目的的技术活动。技术是科学的物化，技术的发展是对过去的革新和整合，可以对科学理论进行有效的验证。
2.4表现形式的不同  
科学的常见表现形式是知识或理论、假说等。具体而言，新的科学发现或基于新发现形成的新知识、新理论，常通过学术论文或会议报告等知识共享方式公之于众。论文作为一种传递知识的载体，是专业同行交流研究成果的一种知识共享模式，也是科学发现的最普遍的表达形式。科学知识的发布、传播方式体现了科学的人类共有属性，这是一种基于理性主义的无私的分享方式。科学社会学奠基人默顿，将不谋利性和非个人性等视为科学最基本的精神特质之体现[13]。
技术的功利主义属性决定了技术的物化属性。技术的表现形式物化且显性，诸如专利、产品和工艺等。相对于科学的抽象，技术在表现模式上具有直观性、可操控性的特征，人们可以通过各种物化指标对技术进行复制。进入近代商业社会之后，技术的商品属性凸显，专利保护制度应运而生。在专利保护制度之下，发明者与相关机构的利益得到了有效保障，但也在客观上也限制了技术的扩散和发展，这完全不同于科学知识的无私共享模式。比如可用于多种肿瘤研究的肿瘤鼠专利为哈佛大学所有，但杜邦公司在购得该技术的销售许可之后限制他人的商业性饲养，阻碍了肿瘤鼠技术研究的推广。
2.5社会影响的不同  
技术可通过市场，以产品为媒介直接影响公众的生活，具有直达性、直接性与快捷性。比如光纤通讯技术，改变了人们传递信息的途径，进而影响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再如，水泥的发明出现于19世纪中晚期，在过去的1百多年时间，直接改变了人们延续了几千年依赖自然的居住习惯和应对、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
相对而言，科学由于其抽象性，其对社会的影响力与科学本身和社会的关联程度相关。部分科学发现可直接作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而大多科学理论对社会的影响则要隐晦很多。1988年，费尔和格林贝格尔发现的巨磁阻效应，造就了计算机硬盘存储密度提高50倍的奇迹，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计算机磁盘存储容量经历了从K到M到G再到T的飞跃。
有些科学理论则通过技术的形式隐身于产品中，对社会产生长期而深刻的影响。比如在分子科学领域，意大利化学家阿伏伽德罗于1811年发表了原子分子学，在此后才开启了化学合成的新天地，引发了科学家对原子的热衷追逐，进而催生了光的粒子性学说的提出。但当时的科学范式无法解释光的粒子性展现的偏振、干涉现象，继而引发了对光的认知的变革，比如说爱因斯坦提出了光的波粒二相性，德布罗意将这种发现推衍至所有的微粒运动，这些纯科学的理论基础构成了今天的物理、化学、医学、材料科学等学科的基石。虽然人们很少注意到这些学科演进背后的科学理论发展，但上述科学理论却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科学知识和方法常常要在几代之后以间接的方式发挥作用[14]。
3.科技成果转化的本质
科技成果，是科学与技术取得的阶段性进展的外化。而这些阶段性进展以不同形式或显性或隐性植根于各自实现路径、表现形式、目的达成以及对社会的影响中。科技成果转化，其本质是科学发现与技术革新的实践及应用，其本征是科学与技术的物化表达。相对来说，技术革新的表达直接而显性，科学进展的表达则更加间接而隐性。技术革新的实践及应用依托于可物化的显性产品、工艺等。然而，科学的表达形式并不唯一，并非所有的科学理论和知识都能够物化表达。比如，希格斯玻色子是否存在仅对于我们理解宇宙有帮助，而不会对我们当下的社会经济有任何影响。
不难理解，科学转化的前提是——能够以技术为依托的科学才能进一步获得转化。所以，科技成果转化的狭义理解，可以认为是在相对短期的时间跨度内能够以技术为载体使其物化的科学知识以及技术才可纳入“转化”的环节。因此，本文仅讨论可以进行物化的科学与技术转化。从物化的视角出发，科学与技术的转化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点和难于预测性的特征。
3.1科技成果转化是一种典型的“自下而上”的多层次分级结构（图2）  
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是一种由分及总，由个体及整体的“自下而上”的典型模式，包括科学的技术表达、技术整合、产品形成、市场拓展等数个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多层次的分级结构。在这些相对独立的系统中，又存在多种资源的横向整合。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常以一项或多项技术为起点，基于不同领域间的整合及辐射作用，进行各个点状资源的合集建构，最终形成一个包括技术、产品和市场的三维网络结构。比如电子显微镜的发明及应用，在物理学界的汤姆生于1897年发现了电子及德布罗意于1924年发现了电子偏振现象后，即奠定了光学电子显微技术的基础。然而仅有科学上的认知还远远无法形成真正的技术突破，科学理论只有以技术为支撑，与其他技术横向互动，才能真正实现革命性的技术突破。基于光学电子技术的扫描电子显微镜（SEM）直到电子光学技术、真空技术、精细机械加工技术以及电控技术等多个学科、多项技术充分发展和整合之后的1965年才出现，科学家终于可以通过检测二次电子的溢出来观测到微观物质的表面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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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科技成果转化的“自下而上”的多层次分级结构

3.2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依赖于当前科学认知与技术发展水平  
技术的创造发明在历史上曾经主要是经验的产物，现代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的运用[15]。因此，目前的科技成果转化，更多地依赖于在目前的认知水平和技术整合的水平。对于与认知技术发展相平衡的相关科技，其成果转化的周期无疑会相对较短，相反，则可能较长。比如，法国科学家贝克雷尔在1839年就发现了光照能够使得半导体材料产生电位差。但由于当时对于能带理论的理解不够深入，加上受制于半导体硅的提纯技术，直至化学合成技术和理论物理获得巨大进步的1954年才由美国贝尔实验室首次实现太阳能转换为电能的实用光伏发电技术。也就是，经历了100余年的时间，此项基于光伏效应的技术才能够得以应用。而相对而言，巨磁阻效应从发现到技术应用的跨度则缩短到不及十年的时间跨度。
3.3科技成果转化的结果具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  
科学和部分含有原创性创新的技术都有相当程度的不可预见性。如前所述，科技成果转化是一种典型的“自下而上”的多层次分级结构，需要经历从技术整合到产品再到市场的跨越。而这个多层次分级结构的运作效果，内在受制于整体中的节点与节点之间的相容度，外在受制于应用与市场的环境压力，因此，技术转移的任务往往比完成一项国家级大型项目及任务要更加繁重而随机。
4.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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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高校的社会使命、教师角色认知与高校内部管理的相互关系图

4.1高校社会责任的认识缺位  
大学是知识的共同体、学术的共同体、思想的共同体、文化的共同体和道德的共同体[16]。大学在学术、知识与真理上均居于社会之首，是引领社会理性导向的标志。这也是社会赋予大学的社会责任。也就是说，大学不仅承担着发现知识、认知自然的科学使命，更负担着知识传递、道德引导的社会责任（图3）。作为知识型组织的大学负责知识传递与知识生产，大学的研究更多的倾向于科学发现与科学认知的扩展，其研究路径的选择、实践目的以及表现形式上无一不体现了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因此，大学的研究者所进行的科学研究不同于企业的产发，其知识有较强的前瞻性。前沿科学知识的应用以及原创性技术的开发均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难于商业化。这不仅仅在大学，在任何开拓性工作的领域都是相似的。
4.2高校简单的成果量化评价机制阻碍了技术创新  
当前国内高校科研评价考核机制的行政化有悖于学界同行评议的共识，抑制了创新性技术的出现。科学界的普遍做法是通过同行评议的方式进行学术评价，这也符合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规则[17]。但目前国内高校建立的基于行政化导向的考核机制，为了使考核过程简单易行，摒弃了同行评议这一通用模式。国内高校常见的针对研究人员的质量管理规则，大多以科研项目经费额、论文篇数、专利多寡等量化指标直接衡量科学与技术研究的“质量”。这容易催生“劣币驱逐良币”，诱使研究者进行低水平的重复研究，而无法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周期内进行内生性的原创研究。这种科研质量管理模式，改变了“科学发现”的途径，将科学与技术研究的实践目的转变为以发表论文或专利存档追求的功利型目的。
以发表论文或专利存档为目的的研究导向，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负效应。首先，研究的途径和思维途径出现固化状态，极易将程序化的思维方式影响被培养者学生，从而将学生自觉或不自觉地带入“程序式研究”。“程序式研究”的根深蒂固，会延长真正科学发现的时间。科学的变革具有节点性，而以发表论文为目的的“考核保障性”研究，无疑使这个节点延后很多。其次，培养和形成了一个“伪科学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是指捍卫某个常规科学的研究者集合，而是指以文章为导向并形成了“文章共识”的隐性研究者集合，这个集合体内部则是专利-论文-项目-专利-论文-项目的闭环结构。最后，造成科学共同体整体问题意识的缺失。对于一个真正的研究者来说，发现问题的能力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但研究目的的转移，使得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在论文导向的潜意识下，会不自觉地采用类同及类通原理，即在广度上有所属，而在精度上无所依。此外，在常规性的研究中，研究者为了应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论文考核制，为了形成一个严密的逻辑整体，完成论文的“合理性”结构和“合理性”逻辑，会有意无意地忽视实践中出现的反常现象，误导了科学研究。
归根结底，目前高校的通行规则，更多地将科学与技术研究统一作为物化产品进行质量评估，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4.3大学教师社会角色的认知错位  
大学在学术、知识与真理上均居于社会之首，而大学社会角色的履行教师是主体。当学术的自由与探索知识的路径出现偏移的时候，大学教师的角色担当也会出现相应的偏移。将知识商品化，违背了教育活动与知识生产的公益属性[18]。以提高生产力作为技术研究的目的，以发现与认知自然作为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技术研究和科学研究的旨归。当这些旨归异化为量产专利或论文之时，大学教师对自己的学术认同度和社会角色的认同度亦会慢慢物化，变得短视而功利。以功利性为基础的知识生产，强调研究成果制造的短平快，这将严重制约知识的创造性[19]。因此，教师需要回归初心，达到对学术、知识与真理的极致追求与大学办学理念和社会责任的高度统一。
4.4高校运作模式的局限性  
《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是社会赋予大学的社会使命，而这种社会使命虽然随着经济生活的渗透，迫使大学从纯粹的学术机构向大众化发展，但相对于企业来说，其参与的社会生活依旧是以传授知识为主。当大学的运作管理以功利为导向，高校将陷入公共性困境，严重阻碍知识的扩散和创新[20]。将科技成果转化作为治校之策提上日程，也是近年之事，学校的运作需要从习以为常的学术管理、授业管理扩展到全新的成果促进管理领域，无疑对于高校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5.提高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对策及建议
5.1强化高校的社会使命  
大学的社会责任不仅包括给社会传输知识，更需要积极参与社会的发展，丰富自我角色的内涵。既需要维护高校科学研究的自由性、学术环境的专一性，也需要积极推进高校对社会经济的参与度，通过科技力量推进经济社会的前进。高校的角色应定位于服务者而非管理者，营造宽松的科研和创新环境。有宽容才有大爱，有大爱才能大兴。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对此，有责任的科技创新者应积极参与到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事业之中，唯有科技创新才能实现我国在诸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中国智造”。
5.2变革高校的科研考核评价体制  
科研评价应破除行政化的藩篱，由学术共同体在学术共识的基础上进行学术评价，重构学术生态。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发现和解决问题，探索未知领域，推进技术进步与深化自然认知。以论文为目的的科学研究、以专利存档为目的技术研究扭曲了科技活动的本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研成果既是人类的财富，也是科研工作者的劳动成果。唯专利论、唯论文论的评价机制，可以在短期迅速刺激研究者的研究热情，但这种违背科研规律，忽视研究者成长之道的短视行为严重破坏了科研生态，影响了一个国家科研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于后备科研队伍的成长。理性的激励机制，既要注重对科研工作者的情感支持，帮助科研工作者重构立志高远的科研情怀，也要在物质层面尊重其劳动的价值；既要保护研究者的科研热情，让科研工作者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实现人生价值，也要尊重其付出。
5.3重构教师的角色  
于教学而言，教师的个人角色是“授业解惑者也”，于研究而言，教师无异于任何的科研工作者。科学研究正从理性的认知活动转向社会实践活动，研究者不得不融入并理解社会。也就是说，教师的个人行为实际是参与世界的一种方式，需要从个人角度调整至社会公共角度。教师授业解惑、研究自然法则，实际是以个人行为参与并影响着公共生活。科研研究无论是个人或团队行为，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研究的目的都是为了推动社会或科技进步。基础研究应更偏向于知识的“公有性”，应用研究则更侧重于技术的市场化。因此，研究应是服务于学术，服务于社会。就研究者而言，“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理应保证研究方向的正确性与公共利益。大学的研究者应注重其自身的“社会公共角色”属性，从科学的角度审视研究的公共属性，积极响应外部的技术需求。
5.4建构大学与企业技术互动的通道  
通过有效的制度创新弥补大学与企业间的技术鸿沟与互动壁垒。我国正在迈向新型工业化国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离不开大学科学知识与技术的扩散与转化以及企业的技术升级与知识改造。实证研究已证明，增强校企互动不仅有利于提升大学研究者的研究产出，也有助于提供企业的研究竞争力[21]。
创新的校企知识互动机制，应该遵从三个方向：一、解决信息对称性问题。校企间的人员和信息交流，催生出共享的文化氛围，能有效的弥补二者之间的信息鸿沟[22]。可通过网络平台、主题会议、技术会展等方式促进技术的交叉融合，通过打造虚实对应的信息交流环境，建立可以交换信息的技术与研究者的平台，让潜在的机会通过网络平台得以显性化。二、建立与企业的技术对接。成熟企业对技术的需求，基本是基于一个点，而企业对技术的运用的最高效模式也是如此，将新的技术注入生产的某一个环节，可以利用企业较为成熟的运营模式，使技术能够高效趋于完善，缩短技术进入市场的周期。三、对创新程度高的科技成果给予资金、服务、政策上的长期支持。作为知识创新的前沿阵地，高校的科技成果有别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基于高校的技术由于更贴近研究的前沿，其技术具有非常大的创新性，但同时也存在着更多的不稳定性和技术缺口，这也是前沿性专利技术的共性——缺乏可预测的市场前景，因此这类技术在投资的获取中多处于劣势，为此类成果提供足够的资源与资金，辅助其建立一个商业化网络，完成从实验室技术到商品的过渡，是转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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